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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以中国知网收录的法律实证研究文章为主要样本，运用信息化手段进行

统计发现，２０００年以来，我国的法律实证研究成果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呈稳步提升
态势，预计未来数年也将处于上升发展的趋势。尚在成长中的法律实证研究，面临

理论储备不足、科际整合有限、获取资料困难等问题。法律实证研究应以思考中国

社会的现实问题为己任，形成科学的方法论，通过多学科合作研究，建立具有本土

属性的理论体系，推动中国的法学研究从书斋走向实践，从行动中获取知识。

关键词：法律实证研究　可视化计量分析　法学方法论　法学研究范式

　　科学的方法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前提。建国以来，我国学者通过注释研究完成了法律体
系 “从无到有”的建构，并借助比较研究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及理念。然而，注释研

究无法观照法律的实施与运行，比较研究较少关注制度所属国的具体情境，就此，部分法

学者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广泛汲取其他学科的养分，探索实证研究的道路。从最初中青

年学者的摸索，到不少知名学者纷纷加入，实证研究陆续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著述。〔１〕

对法律实证研究进行系统总结，有助于推动其健康发展。

　　有关法律实证研究的论著中，既有对研究方法及经验的分享，〔２〕也有对其科学性的批
评，〔３〕还有对其发展状况的总结。其中，一些学者通过 “知网中法律实证研究文章总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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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２０１４级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
《中国社会科学》曾陆续登载了数篇法律实证研究的文章，其中，仅白建军一人就刊发了５篇论文：《司法潜
见对定罪过程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１期；《从中国犯罪率数据看罪因、罪行与刑罚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２期；《死刑适用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６年第 ５期；《犯罪轻重的量
化分析》，《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３年第６期；《刑罚轻重的量化分析》，《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１年第６期。
参见白建军：《司法实证分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１期；白建军：《少一点 “我认为”，多一

点 “我发现”》，《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 １期；何挺： 《法律实证研究中的实验方
法》，《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２期；郭云忠：《法律实证研究方法及其地点选择》，《环球法律评
论》２００９年第４期；雷小政：《法律生长与实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等。
参见徐昕：《司法的实证研究：误区、方法与技术》，《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 ３期；钱弘
道、崔鹤：《中国法学实证研究客观性难题求解———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启示》，《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

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５期；陈瑞华：《法学研究方法的若干反思》，《中外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等。



空间布局”的统计，〔４〕以及 “法学核心期刊发表的法律实证研究文章”的分析，〔５〕梳理

其发展脉络，讨论其学术定位，得出法律实证研究 “正在兴起”以及 “在诉讼法尤其是刑

诉法领域较强”等重要结论。本文在此基础上，借鉴其他学科的成果，结合法学研究整体

状况分析法律实证研究的变化，选取更为全面的样本，使用一些专业统计软件，对中国的

法律实证研究概况进行可视化的计量分析，尝试通过信息的深度挖掘对问题予以深层揭示。

一、法律实证研究的概况：可视化计量分析

　　本文以中国知网收录的有关法律实证研究的文章为主要样本，同时考察了有关的专题
研究报告。在数据采集前避免对 “实证研究”进行实质界定，主要考虑到：其一，如果对

“实证研究”的概念进行预处理，排除一些 “非真正意义”的实证研究，在目前法学界关于

“何为实证研究”尚未形成统一认识的情况下，〔６〕这种 “人为干预”会使样本范围受到影

响。其二，重点对发表于法学核心刊物的实证研究成果加以分析，尽管可以对其主流研究

动态进行阐释，但极可能因统计范围的疏漏影响到统计结果。一方面，同一领域的论文在

期刊信息源中并非均匀分布，既可能发表在本专业期刊上，也可能发表在相关专业的期刊

上，呈现出 “集中———离散”现象；〔７〕另一方面，一些学位论文，尤其是博士学位论文因

研究历时较长、审核较为严格，可能包含更多信息量，或许更适合成为衡量法律实证研究

状况的指标。

　　参考笔者所涉猎的有关研究并经多次测试后，本文将文献检索条件设定为，标题或关
键词的任意一项中包含有 “实证”字符，同时，将 “实证研究”与 “对应于自然法的实证

主义法”〔８〕相区分。理由是：其一，国内论文为了凸显方法论的亮点，多在标题中注明

“实证研究”“实证分析”等，〔９〕通过标题的形式检索，可以筛选出 “形式上”属于实证

研究的文章。其二，尽管一些研究并非冠之以实证、经验，但为了文献分类和检索的便利，

也会在关键词中出现 “实证”，通过关键词的合并查询，可以进一步涵盖 “实质上”属于实

证研究的文献。据此，将检索语句设置为：ＴＩ＝＇实证＇ｏｒＫＹ＝＇实证＇ｎｏｔＳＵ＝＇实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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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赵骏：《中国法律实证研究的回归与超越》，《政法论坛》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有学者对发表在３２种法学核心期刊中标题带有 “实证”字样的文章进行了统计。参见程金华：《当代中国的

法律实证研究》，《中国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参见宋英辉、王良武主编：《法律实证研究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页以下；樊崇义、夏红：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方法的转型———兼论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使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意义》，《中国刑事法杂

志》２００６年第５期，第６页等。
１９３４年，英国文献学家布拉德福 （ＳａｍｕｅｌＣｌｅｍｅｎｔＢｒａｄｆｏｒｄ）提出著名的 “期刊论文的不平衡分布定律”，即

按照发表某领域论文数量将期刊区分为该学科的核心区、相关区和非相关区，各区的有关论文数大致相等，

相继各区的期刊数基本上成等比关系 （１∶ａ∶ａ２，ａ＞１）。
“法律实证主义”是西方法哲学的一种思潮，兴起于１８世纪末期，由边沁和奥斯丁所提出，藉由哈特 《法律

的概念》的出现而滥觞于２０世纪，主张从法律的组成元素和逻辑结构入手，阐释法律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
理，与本文讨论的 “法律实证研究”不同。

这与域外实证研究文章很少在标题中标注 “实证”字样所不同 （参见胡铭： 《略论刑事诉讼实证研究方法

———以经济学实证方法为借鉴》，《清华法学》２０１１年第 １期，第 ８３页）。笔者在 ｗｅｓｔｌａｗ检索发现，现有的
关于美国法律实证研究概况的总结，大多是通过 “形式检索”的方式确定样本范围，以达到量化研究中的统

计信度要求。



＇实证法＇＋＇实证分析法学＇＋＇逻辑实证＇。学科领域选择 “社会科学Ⅰ辑”下属８类部门法
学，检索日期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４日。具体的分析思路借鉴了中国知网柯春晓在 ２０１６年亚
洲犯罪学年会上的发言，〔１０〕在对样本进行数据分析时，运用了 ＢＩＣＯＭＢ２．０、〔１１〕ＳＰＳＳ１９．０
等专业软件。

　　根据实证研究发展历程较短、投入较高等初步判断，本文作出如下假设：实证研究在
法学整体研究中的相对比例较低；各部门法学中实证研究的发展进度有差异；作为 “奢侈”

型研究，其更多集中在发达地区；研究主题偏好于某些领域；学术影响力尚待提升。为了

验证这些假设，本文量化分析了影响实证研究发展的相关因素，对实证研究成果的时空分

布、研究力量变化、研究主题变迁以及学术影响力等加以讨论。

　　 （一）法律实证研究的时间序列分析

　　为了确定分析样本，在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特色期刊库、中国博士学位
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学术辑刊全文数据库共５个来源
数据库进行分库检索，得到学术期刊论文２８０７篇、特色期刊论文 ２６３篇、博士论文 ３２篇、
硕士论文９１５篇、学术辑刊论文２６０篇，共计４２７７篇文献。由于２０００年以前收录的有关文
献仅３３篇，通过逐一筛选，剔除无关文献２篇，第一篇文献发表于１９８８年，〔１２〕１９９０年收
录了２篇，其后每年均有相关论文，故将统计的时间节点设置为 １９８８年。本文按照时间序
列，对４２７５篇文献分别占各来源期刊库的比例进行统计。其中，有些文献被不同的数据库同
时收录，由于统计的是各数据库分别收录法律实证研究文章的比例，即相对值而非绝对值的简

单相加，因而重复收录并未对统计信度造成影响。统计结果如图１，实证研究在各数据库中的
比例都比较低。一项关于美国 ６０种法律评论 １０年所刊发 １６４１篇文章的统计表明，近半数
（４５．８％）的研究均包含了实证元素，〔１３〕与之相比，我国的法律实证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
　　统计显示，２０００年后，法律实证研究论文无论在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上，均呈逐步
增加的趋势，且各数据库收录有关论文的比例变化较为一致。为了对这一变化趋势的自影

响和他影响进行分析，选取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６年的相关数据进行汇总，将知网５个数据库收录
法学论文数、法律实证研究论文数在 ＳＰＳＳ中进行回归运算及相关分析，结果为：ｐ＜．００１，
ｒ法律实证研究论文数 －法学论文数 ＝．８３６，即二者强相关。也就是说，法律实证研究论文数量的增长，
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法学研究总体规模的发展。进一步对法律实证研究的自变化情况深入

分析，统计知网５个数据库收录有关论文的逐年比例，发现该比例的变化趋势是线性上升的
（见图２）。因此，法律实证研究的总量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也缘于其自身的发展，根据计算
生成的趋势线合理预测，未来数年其仍然处于上升发展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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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９日举办的亚洲犯罪学年会闭幕式上，中国知网柯春晓先生作了题为 《利用数字化手段梳理

中国犯罪学的研究脉络》的发言，对本文具有启示作用，在此表示感谢。

ＢＩＣＯＭＢ２．０（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ｔｅｍｓ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ＭａｔｒｉｘＢｕｉｌｄｅｒ），是由中国医科大学医学信息学系和沈阳市弘盛
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 “书目共现分析系统”，用于文献数据库中书目信息的快速读取以及文本挖

掘。参见崔雷等：《文献数据库中书目信息共现挖掘系统的开发》，《现代图书情报技术》２００８年第８期。
第一篇标题含有 “实证”的文章是张志铭的 《价值追求和经验实证：中国法学理论发展的取向》，发表于

《法学》１９８８年第１２期。该文提出注释法学存在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有必要开展法学社会研究，引入经验
实证的方法。

ＳｅｅＳｈａｒｉＳｅｉｄｍａｎＤｉａｍｏｎｄ＆ＰａｍＭｕｅｌｌｅｒ，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ｅｇａｌ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ｉｎ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ｓ，６Ａｎｎｕ．Ｒｅｖ．ＬａｗＳｏｃ．Ｓｃｉ．５８７
（２０１０）．



图１　知网５个数据库分别收录法律实证研究论文万分比 （１９８８—２０１６年）

图２　知网５个数据库收录法律实证研究论文比例的变化趋势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

　　 （二）法律实证研究的学科分布情况

　　法律实证研究的总量增长是其自身因素和学科总体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实证研究
在各部门法学中的分布及发展状况可能存在差异，为了更好地阐释图 ２中的总体变化趋势，
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各学科对法律实证研究的贡献度。对法律实证研究文章分属于不同部门

法学的情况进行统计，结果为：诉讼法与司法制度 ３９．０７％，行政法及地方法制 １４．６７％，
民商法１１．２０％，刑法１１．０７％，经济法１０．１５％，法理、法史８．２６％，国际法３．５４％，宪
法２．０４％。同时，针对各部门法学中法律实证研究文章占其论文总数的比例进行统计，对
各比率的变化趋势加以分析，结果见图３。
　　根据图３所示，法律实证研究在各部门法学中的比重均呈总体上升趋势，其中，在诉讼
法与司法制度中的发展最快，其次为刑法，在法理、法史中发展相对较慢。除了上升的总

趋势之外，部门法的修改会刺激对策研究的市场需求，因而可能会在一段时期内促进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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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实证研究的开展。以刑法为例，在刑法修正案六 （２００６年）、刑法修正案七 （２００９
年）、刑法修正案八 （２０１１年）、刑法修正案九 （２０１５年）出台的四个时期，刑法学中实
证研究的比率对应出现了４个波峰。

图３　各部门法学中实证研究论文的比率变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

图４　法律实证研究论文数位于前八的研究机构及其变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

　　 （三）法律实证研究的学术群体变化

　　与传统的规范研究相比，法律实证研究是 “高投入低产出”的学术活动，对研究者的

学术能力、社会资源及财力支持等均有着较高的要求，研究者还应当接受系统的社会科学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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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的训练，因而，法律实证研究学术群体的传承和变化可能比较缓慢。以发表有关论

文的数量为指标，对从事法律实证研究的研究机构进行统计排名，查找发文数量位于前八

名的机构，同时，按照时间顺序排序，总结学术群体的变化情况；具体方法为，根据知网检

索的初步结果，经过人工逐一筛选，剔除无关、重复收录、英文版文献等，结果如图４。〔１４〕

统计表明，法律实证研究集中在经济相对发达城市，其中，北京、上海、重庆始终是主要

的研究阵地。

　　 （四）法律实证研究的主题及热点分析

　　由于问题属性的差异和数据收集的限制等，法律实证研究可能集中于某些领域。以论
文的关键词为指标，统计法律实证研究文章的内容变迁，以此来反映法律实证研究的主题

变化。将知网４个来源数据库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６年间收录的３９８２篇文章作为数据源，〔１５〕运用
ＢＩＣＯＭＢ２．０对这些文献的标题、关键词、作者等信息进行提取，通过进一步人工检索，去
除重复收录、通讯报道等 ８２篇，对获得的 ３９００篇文献的信息进行勘误、校验等数据清洗
后，形成最终的分析样本。〔１６〕对关键词出现的词频进行统计排序，将近义词、同义词予以

归类处理，结果见表１。统计发现，各个时期的法律实证研究主题存有一定差异，但是也具

表１　法律实证研究的主题变迁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

１２１篇（≥３次）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

５７２篇（≥６次）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

１３５４篇（≥１１次）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

１８５３篇（≥１６次）

法治 刑事和解 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

司法解释 刑事诉讼法 刑事和解 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犯罪

具体行政行为 立法／立法建议 完善／对策／改革 刑事和解

案例 检察机关 社区矫正 非法证据排除

地方性法规／地方立法 人民调解 知识产权 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

行政诉讼法 取保候审 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 完善／对策

行政案件 民事案件／民事纠纷 人民调解 司法实践／司法适用

司法公正／司法独立 诉讼效率／诉讼成本 法律适用／法律实施 法律监督／检察监督

立法／立法决策 基层法院／人民法庭 量刑建议／量刑 量刑／量刑建议

专利权／专利侵权诉讼 法律适用／法律解释 法治／法治化 司法公正／司法公信力

仲裁协议效力／仲裁条款 对策／改革／完善 法律监督／检察监督 犯罪／职务犯罪

证人证言／证人出庭作证 知识产权 基层法院／法院 法治／法治化

宪法解释／宪法实施 宽严相济 职务犯罪 法院／基层法院

诉讼效率／诉讼迟延 未成年人 审查起诉 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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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将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６年按照４年一个周期予以划分。鉴于 ２００４年以前文章数量较少，把第一个周期设置为
２０００至２００４年，以达到统计样本量上的要求。
经过初筛发现，知网特色期刊库与中国学术辑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法律实证研究文章重合度较高，为了确保

统计的精确度，去除特色期刊库收录的文献。

尽管知网也具备一定检索分析功能，但无法对数据进行专业清洗，其分析结果仅能作为大致的参考。需要对

检索到的文献进行二次检索、查重、细化分类等校验，才能达到统计上的信度要求。



备相当程度的延续性，“法治、刑事和解、刑事诉讼法、检察机关、法院、完善／对策”等
问题的讨论，始终是主要研究内容。这进一步彰显出法律实证研究多为问题导向型研究。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近三年内法律实证研究的热点。以 ２０１４年至 ２０１６年知网收
录的１１１１篇期刊论文为样本，〔１７〕对共计３３１３个关键词进行频数统计。按照出现频次在１０
次以上为标准，筛选出检察机关、非法证据排除、刑事诉讼法等 １７个高频次关键词，在
ＢＩＣＯＭＢ２．０中生成词篇矩阵后，导入 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如图 ５所示，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年，法律实证研究的热点集中在四类问题上：一是对检察机关职能的研究，包括审查
逮捕、法律监督、非法证据排除等；二是法治建设中法院司法改革与司法公正的问题；三

是司法实践中的量刑问题；四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与刑事和解问题。这些问题大多属于刑

事法学，特别是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范畴，与图 ３中所揭示的 “法律实证研究在诉讼法学

与刑法学中蓬勃发展”的状况相符合。

图５　基于 ＳＰＳＳ的法律实证研究热点聚类分析图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

———使用平均联结 （组间）的系统聚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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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由于学位论文撰写历时较长，其研究主题与被知网收录时的研究热点可能存在不一致。为了确保统计精确度，

选取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中国学术辑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期刊论文为样本，进行研究热点的分析。



　　 （五）法律实证研究的学术影响力分析

　　为了合理评判法律实证研究的学术影响力，对知网５个来源数据库收录的有关论文的被
引情况进行分析，计算得出 Ｈ指数为４４，即有４４篇论文的被引频次在４４次以上。〔１８〕可以
认为，法律实证研究的成果具有较强的学术传播度。根据幂率分布原理，仅有少数论文被

高频次引用，按照被引频次在２０次以上为标准，查找到１７７篇文章，其中期刊论文１７４篇，
博士学位论文３篇。被引频次最高的，是发表在 《经济研究》２００４年第 ９期的 《我国中小

投资者法律保护历史实践的实证检验》，截至统计日共被引 ５０３次。运用 ＢＩＣＯＭＢ２．０提取
１７４篇期刊论文的作者、基金资助等信息，分析结果见图 ６。统计显示，高被引文章中作者
数量在２人以上的有６０篇，占文章总数的 ３４．４８％。可见，高水平的法律实证研究论文中
有相当数量是合作完成，这也符合实证研究工作量大、难度要求高的属性。有 ７５篇文章获
得了７４个基金资助，资助比例为４３．１％，从基金类型和被资助比例来看，好的实证研究对
权威基金具有吸引力。值得注意的是，有６５篇实证研究论文是在没有基金资助的情况下由
一人完成，由此分析，在具备一定研究基础的前提下，即使缺乏充足的人力、财力支持，

仍有可能对一些小的问题展开高水平的实证研究。

图６　被引频次最高的１７４篇期刊论文的作者数量及基金资助情况

　　一个研究领域的良性发展，不仅取决于研究成果的传播度，还有赖于研究人员相互间
的交流合作，对其学术贡献的评价应综合考虑研究者和同行以外的评判。以知网收录的会

议论文及新闻报道为依据，分析法律实证研究的学术交流情况及媒体关注度。在中国重要

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国际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分别检索，获

得国内会议论文２１８篇、国际会议论文１０篇、新闻报道 ８４篇。与 “法律实证研究在 ２０００
年后逐步发展”的情况相符，有关的国内会议交流和新闻报道始于２００１年，且变化趋势较
为一致。但是，新闻报道的总量和增长幅度均较小，这反映出法律实证研究的媒体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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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Ｈ指数 （ｈｉｎｄｅｘ）是评价学术产出数量及水平的量化指标，Ｈ代表 “高引用次数”，即有 ｈ篇论文每篇至少被
引 ｈ次以上。



并不高。同时，国际会议论文的数量很少，国际交流很有限，与域外一些国家地区较为规

范成熟的研究相比，我国的法律实证研究还有相当大的拓展空间。

　　 （六）对法律实证研究报告的补充分析

　　除了期刊论文以外，部分量化色彩较浓的法律实证研究项目通常以专题报告形式独立
发布，有必要对该类研究进行补充分析。为此，选取皮书数据库收录的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为研究范本，该报告自 ２００３年以来每年定期发布，时
间跨度与实证研究发展周期相一致。以报告中图表及有关文章数量为指标，统计其数据使

用即 “实证元素”运用情况，结果见图 ７。总体上看，运用图表的研究报告数量呈增加趋
势，〔１９〕由２００３年０篇增长至２０１６年１４篇 （占全部文章的５３．８％）。数据来源呈现 “援引

数据论证→分析官方数据→运用原创数据”的趋势，由单纯的数量增长转为质量提升，如
近几年各类法治指数的计算均以评估测量数据为依据。研究方法从简单的数据汇总到建立

研究模型并不断修正。例如，始于 ２００６年的余杭法治指数研究针对 ２００９年度测评调整了
数据收集标准，而２０１４年 《创新法院内部管理，提升司法公信力》一文还首次使用公式进

行建模。与此相适应，报告主题由最初的行业报告、研究热点为主，发展为各领域法治状

况的综合评价，并侧重于实地调查、项目研究等成果发布。而在质性研究层面，从传统的

个案分析逐渐转向通过社会调查提炼理论的探索。例如，２００７年 《云南东巴造纸的传统与现

状》采用了叙述分析的方法探讨当地造纸业知识产权保护问题，２０１６年 《村民自治在法治建

设中的挑战与实践创新》则从 “推动村规民约修订”中归纳基层治理的法治经验。总体而言，

相对于偏好宏大理论的期刊论文，致力于应用型研究的专题报告更加注重法律实证研究。

图７　 《法治蓝皮书》使用图表及有关文章数量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

二、法律实证研究的发展：困境与机遇并存

　　法律实证研究无论是在数量增长，还是对研究主题的把握及其学术影响等方面，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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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２００９年的报告为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专题报告集，收录的项目研究报告较少。



现出一种持续发展的活跃性。然而，如图１和图３所示，法律实证研究在法学研究文献中的
比例仍然较低。当前，法律实证研究遭遇的发展瓶颈，既源于其自身储备的不足，也来自

法学研究生态系统的不完善。在对文献形式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根据笔者所涉猎相关论著

的解读，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对法律实证研究的基础理论、研究方法、

学术环境、研究内容等方面的问题予以质性分析。

　　 （一）对 “实证研究”的误读与理论建构的不足

　　通过前述回归运算，法律实证研究与法学总体研究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实证研究
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法学研究自我检视、谋求嬗变的诉求，考虑到先天禀赋及储备

的不足，我国的实证研究希冀在短短十余年内完成自身的建构，并承载起推动整个学科发

展的重任，显然十分不易。无论是成果的数量比例，还是在其学术贡献度上，实证研究都

保留了很大的成长空间。毕竟，要对实证研究形成较为清晰的认识，本就是一个不断探索

的过程，其间各类研究成果学术水平良莠不齐、实证元素含量差异较大，应属正常。即使

在实证研究比较成熟的美国，对法律实证研究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有学者根据文章中实

证元素的比例差异，划分出三种研究类型：运用多种理论及方法论的原创型实证研究；系

统分析使用已知数据的实证研究；仅仅援引数据作为证据支撑的研究。〔２０〕若就此而论，我

国法律实证研究的鱼龙混杂现象，以及法学界在实证研究与定量研究、定性研究的关系等

问题上的各执一词，折射出对其理论认识不足以及运用数据提炼理论的能力不足。

　　一是理论认识不足导致对 “实证研究”的误读。相比注释研究和比较研究，法律实证

研究不仅是具体方法的转型，更是一种涵盖本体论、认识论及方法论的全新研究范式。范

式是科学的哲学构架，即 “获取数据和观察是在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些理论则是在范式

的指导下形成的，而这些范式又是在历史和文化的条件下形成的”。〔２１〕实证研究在哲学上

发端于１９世纪孔德的 “实证主义”思想，认为社会事实是确定的客观实在，能够通过测量

的方式被理解和认识，主张通过设定变量、建立常模等演绎的方式，运用数字化的形式对

社会事实进行测量和研究。这一 “提出理论假设→运用客观方法测量→验证假设或修正理
论”的过程，又称为定量研究。相较而言，定性研究或曰质性研究遵循的是 “解释主义”

的研究范式，在哲学上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的 “理念论”，作为一种科学方法则来源于

１８世纪康德的批判哲学思想。它认为社会事实是被意识所建构的，无法通过变量测量而只
能在特定情境下予以理解和解释，主张研究者深入社会情境进行探索和归纳，运用描述性

语言进行研究和阐释。〔２２〕总的来说，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在研究范式上存在较大差异，尽

管二者都要求研究者深入实地，但哲学基础和方法论都完全不同。我国法学界对实证研究

的争论，尚未深入到一些基本问题的理论认识上，而模糊的认知容易滋生张贴 “实证外衣”

现象的土壤。对实证研究理论的构建，需要在从事具体研究中不断总结和思考研究范式问

题，由各部门法学和法理学协力完成，但如图３所示，法律实证研究文章在法理、法史学中
的比例增长缓慢，自２０１０年后呈现发展停滞甚至略有下降的趋势。可见，针对实证研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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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页以下。



论和方法的讨论尚待深入。

　　二是从实证数据中提炼理论的能力不足。尽管我国的法律实证研究中不乏高水平的成
果，但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在数据调查和理论升华间尚缺乏必要的张力，运用数据提炼理

论的能力有待提升。一方面，在表面繁华的实证研究背后，隐含着部分跟风式的盲从。某

些研究者不论是否受过专业的社会科学方法训练，围绕论证主题搜罗一些相关数据、拼凑

几个典型案例、去实务部门召开几次座谈会，就给文章张贴上数据调查的标签。另一方面，

在一些精心设计的实证研究中，尽管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数据信息，但是除了数据堆积外，

缺乏发人深省的问题揭示和理论思辨。实证研究并不等同于数据统计的经验式研究，缺乏

理论深度的 “实然”描述，无助于知识总量的增长，脱离了理论抽象的数据调查，终将随

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新的数据所替代。无论是对学术时尚的盲从还是沉溺于数据的游戏，都

暴露出当前法学研究追逐学术热点、紧跟修法重点的功利主义倾向。〔２３〕如图 ３所示，部门
法的每次修改几乎都带来了相关学科实证研究文章的快速增长，而表１和图５中对实证研究
主题及近三年热点的统计显示，“对策和完善”始终是重要主题。此外，作为应用型智库成

果，《法治蓝皮书》的多数研究为政策导向型项目。由此分析，现有的法律实证研究，更多

体现为一种对策法学，而这也是中国法学发展面临的弊病。致力于立法建言的对策法学尽

管能在短期内催生大量学术成果，但是由于缺乏深入的论证和理论锤炼，很难具有长久的

生命力。受这样一种立法驱动型研究模式的影响，现有的法律实证研究很少致力于一般理

论体系的建构，更偏好于追逐 “短平快”的成果产出，产生不了像 《江村经济》 《街角社

会》《叫魂》等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佳作。与研究主题扎推相对应的是，缺乏对同一问题在不

同地区的调查对比，难以形成针对全国样本的大数据分析，其结论只能是 “就有限样本或

关键个案的保守表述”，而这种缺乏理论开拓和争鸣的各说各话，造成了学术资源的浪费。

　　 （二）学术训练的缺乏与跨学科融合的缺失

　　理论建构的不足，进一步反映出方法论中的问题，法律实证研究的学科分布不均衡，
既由其适用范围的局限性所致，更透视出方法论供给的不足。作为发展历程不长的舶来品，

法律实证研究使用的方法论体系，需要经过长期的学术训练，如果不具备科学的研究架构，

即使拥有再惊心动魄的数据，也难以锤炼出思想的火花，而这一学术能力的养成，很难从

传统的法学培养模式下获取。正是缘于整体方法论上的危机，各部门法学中实证研究的发

展进程不一，与实务部门联系较为紧密的刑事司法领域，容易获得数据支持和实战演练的

机会，国际法和宪法学研究则很难具有同样的专业优势及路径依赖。由于缺乏各部门法学

的共同探索，法律实证研究要寻求法理学层面的建构和突破，无力寄托于自我提升的模式，

需要更多地借鉴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实证研究趋于成熟的学科，甚至寻求

学科交叉的研究方式。

　　一是现有的学科培养模式未能给法律实证研究提供必要的方法论基础。有学者指出，
法律实证研究的兴起与 “留学英美的海归人员”有直接关联，由于延续了留学国度的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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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以刑事诉讼法学为例，根据对研究选题的分析，“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呈现出追逐修法 ‘热点’、抢占学术热点

‘山头’的现象”。见 《中外法学》编辑部：《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发展评价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基于期刊论文
的分析》，《中外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６期，第１４８８页。



法学基因，他们更加青睐于发挥受过系统的社会科学训练的优势。〔２４〕其实，这从一个侧面

反映出我国传统的法学训练模式并未给法律实证研究提供充足的养分，尽管一些国内高校

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２５〕但在大部分法学院校并未形成规模效应。位于北京、上海、重庆

的几所高校，开展法律实证研究较早，这些城市一直处于该领域的领先地位。法律实证研

究采取的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论，方法论本身就属于理论的一部分。一项科学的实

证研究通常遵循着 “定义研究问题→文献综述→形成假设→研究设计→工具设计和抽样→
资料收集→资料分析→得出结论→修正假设”的模式，〔２６〕而这样的研究架构是目前很多法
律实证研究所不具备的。与这一研究设计相对应的是，研究人员需要具备坚实的社会研究

方法基础，包括方法论、基本方式、技术和工具三个层面，并非仅仅掌握几个统计软件而

已。无论是研究设计还是方法体系，传统的法学学术训练都很难提供这样的知识供给。

　　二是法律实证研究还未能上升到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高度。由于起步较晚、视野较
为狭窄等原因，法律实证研究还远未达到充分借鉴其他学科的成果，与之共同合作、优势

互补的境地。我国的部门法学相互间缺少必要的交流，在致力于构建属地 “学科槽”的过

程中，各自为政的壁垒越来越大。法学对其他社会科学的借鉴甚为有限，长期处于 “光荣

孤立”的状态，法律实证研究的生长带有营养不均衡的先天缺陷。在一些西方国家，“法学

家通过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分工合作的方式来进行研究”，〔２７〕而在我国很难看到同样的

研究模式。笔者曾试图对法律实证研究中的交叉学科进行分析，但是对知网文献的检索结

果发现，由于样本的缺失做这样的分析十分困难，即使在实证性较强的各类研究报告中，

也很少运用更为专业的数理统计方法或经济理论模型。研究视野的局限性，极大地制约了

法律实证研究乃至法学研究的发展。究其原因，这一问题在相当程度上缘于我国现行的高

等教育管理体制仍然带有计划管理的痕迹，人为地将学科进行切割，从法学本科教育直至

硕士、博士研究生阶段，遵循的都是一条越来越专业化、学科分割越来越细化的路径。如

果追本溯源，这一悲剧可能在中学教育的文理分科中就已埋下了伏笔。受制于思维方式的

影响，法学研究者天然地缺乏数理统计的 “基因”。

　　 （三）学术生态的不透明与评价机制的功利化

　　中国的法律实证研究不仅在理论方法上储备有限，还面临着不相适宜的学术生态环境。
其研究主题多集中于与修法热点相关的司法改革领域，一则因为这些问题备受实务部门青

睐而在获取数据及基金支持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二则因为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容易在短期

内产生成果，并能符合研究者立法建言的潜在需求。面对相对 “奢侈”的实证研究，研究

者仍会本能地挑选成效比更大的命题，避免从事需要长期经营的基础型研究，因而，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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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５〕，程金华文，第７３页。
一些高校陆续开设了法律实证研究的相关课程，“如中国人民大学刑事诉讼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开设诉讼法学

方法论课程，主要讲授实证研究方法，而中国政法大学也开设了实证研究方法研讨课”。见陈卫东、陈岩：

《研究方法转型背景下新刑事诉讼法实施评估———暨第六届中美刑事司法实证研究方法研讨会综述》，《中国

检察官》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５页。
Ｓｅｅ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Ｆ．Ｃｒａｂｔｒｅ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Ｌ．Ｍｉｌｌｅｒ，Ｄｏ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ｄ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ｇ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
１９９９，ｐ．９．
例如，美国于１９６４年成立了法律社会学协会 （ＬＳＡ，ｔｈｅＬａｗ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其后陆续创办了相关杂志，
如 Ｌａｗ＆ＳｏｃｉｅｔｙＲｅｖｉｅｗ、Ｌａｗ＆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ｑｕｉｒｙ、Ｌａｗ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以及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ｔｈｅＬａｗ等。美国法律经济协会 （ＡＬＥ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ａｗ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成立于１９９１年。



关于实证研究的热点分析中表现出较强的集聚性。相较于一些西方国家的同仁获取司法资

源的便捷而言，〔２８〕中国包括司法案例及数据统计在内的大量法务、政务信息不易获取，实

证研究的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调动相关资源的能力。面对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

的双重掣肘，法律实证研究很难超脱时代的烙印，坚守住 “高投入低产出”中的漫长种

植期。

　　实证研究者首先要克服司法、行政信息不公开下收集样本的困难。据此，实证项目主
要针对公开信息加以研究，这从研究报告选题中可见一斑。很多时候，实证研究采用和司

法部门合作的方式进行，而这些部门出于政绩的考量，未必愿意将真实的问题暴露给研究

人员，样本选取的随机性和调查的中立性很难得到保证，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有待检验。

即使研究人员通过调研发现了真问题，能否冒着损害合作关系的风险予以揭示，也值得质

疑。鉴于实务部门往往提供了物力财力等重要的支持，二者之间存在着利益勾连的利害关

系，这样做的后果不仅会危及本轮合作关系，还可能影响到未来的学术前景。而一些来自

实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尽管能较为便利地接触到真实的数据和问题，即使不考虑研究能力

的因素，其能否在根本问题的揭示上触及本部门利益的底线，本就牵涉违背人之常情的

“二律背反”。由此看来，中国的法律实证研究模式尚未解决好 “价值无涉”的问题，而按

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价值无涉”恰恰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教授不应该提出

要求说，他作为教授可以在书囊中携有政治家 （或者文化改革者）的指挥棒，就如他利用

讲坛不受攻击的性质来表示政治家的 （或文化政治的）情绪时所做的那样”。〔２９〕

　　面对研究数量的指标要求，实证研究者要经受住学术功利的更多考验。即使缺乏实务
部门提供的资料，只要经过良好的设计，仍有可能通过社会调查的方式获取相关数据，但

这需要研究人员具有更大的耐心并投入更多工作量。例如，《法治蓝皮书》中有关法治指数

的测评，其数据主要是运用专业方法对公开信息评估形成。从图６的统计也可以看出，法律
实证研究获得了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在内的各类基金支持。相对于一些论文成果产出较

快的 “书斋型研究”，法律实证研究是 “行动中的科学”，无论是研究设计、样本选择及确

定、实地调研还是数据整理，乃至研究报告的形成，每一步都是对研究人员智力及体力的

极大考验，这些研究环节往往紧密相连，其研究结果也多半是不可预期的，有时即便耗费

了相当大的工作量，也可能会因为一些局部规划的失策而严重影响整个项目。因而，实证

研究属于 “高成本低产量”的奢侈型研究，一张貌似简单的图表可能是采集了海量数据的

结晶，经过漫长耕耘所呈现的或许只是一份调查报告。在现行以论文产出数量为重要指征

的学术评价机制下，研究人员能否抵制住 “精简流程快速产出”的诱惑，其答案并非是不

言而喻的。事实上，一些打着实证旗号 “走过场攫取高额经费”的行径，让本就不易的法

律实证研究蒙上了阴影。此外，当前饱受诟病的科研基金管理体制，对于法律实证研究的

发展也存在较大限制，大部分基金项目的时限并不长，有的原则上要求一年结项，不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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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为例，联邦调查局每年制作关于全美犯罪情况的 “统一犯罪报告”（ＵＣＲ，ＵｎｉｆｏｒｍＣｒｉｍｅＲｅｐｏｒｔｓ），美国司
法统计局每年委托人口统计局开展全国犯罪被害调查 （ＮＣＶ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ｉｍｅＶｉｃ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ｕｒｖｅｙ），这两项数据研
究人员可以公开查阅。同时，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与社会研究校际联合数据库 （ＩＣＰＳＲ，Ｉｎｔ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ｎ
ｓｏｒｔｉｕｍｆｏ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社会科学数据中心，美国最高法院数据库 （ｔｈｅＳｕ
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Ｄａｔａｂａｓｅ）能够提供公开的大型案例数据集，而各州地方警局也会在其网站上发布案件数据。
［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５５页。



研究人员长期深入实地调查，在具体经费的使用中 “计划管理”的色彩较浓，不能很好地

匹配调研的灵活性。由是，我国的法律实证研究以横断面研究居多，缺少更富有挑战性的

纵贯研究。

　　 （四）探寻 “中国问题”：乡愁式自恋抑或自主性诉求

　　以探寻中国现实问题为己任的法律实证研究，从一开始就受到 “乡愁式自恋”的批评。

对于 “普世价值”的认同，使得部分学者将 “依托本土资源绘制中国法律图景”的努力视

为非科学化的 “乡愁式自恋”，并将实证研究迄今尚未 “成功地从中国本土提炼出具体的分

析概念与理论工具”作为其论证的重要依据。〔３０〕客观地说，法律实证研究确实存在 “用中

国的经验材料验证西方理论和分析框架”的问题，〔３１〕但这恰恰是实证研究所应当竭力克服

的，不能借此否定 “从社会现实和矛盾出发寻求中国问题”的前进方向。通过前述针对实

证研究报告的分析可以看到，伴随 “实证元素”数量和质量上的提升，其在选题上始终围

绕着对 “现实社会法律产生和运行状况”的探索。这一路径是作为 “学术边陲国家”的中

国，在学术道路上努力摆脱 “文化殖民主义”的必由之路。

　　清醒认识到全球化思潮中的 “以美国为中心”，才能更为客观地看待中国问题。当前，

中国法学面临的最大困境，是 “美国时代下”法学研究 “整体上的边缘化、殖民地化”。〔３２〕

以域外国家的法治理念所发展出的整套 “普适性命题”，当然地预设在对中国问题的思考

中，会使得中国法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缺乏必要的反思能力。〔３３〕事实上，这种对 “后殖民主

义”的反思，并不仅仅存在于我国的法学研究中。在２０１６年举办的亚洲犯罪学年会上，刘
建宏作了题为 “发展亚洲犯罪学范式：理论策略和未来方向”的发言，总结了三种犯罪学

研究模式，分别为验证西方理论的移植模式、在亚洲语境中修正西方理论的模式以及未来

所期待的构建亚洲犯罪学模式，在对西方犯罪学的主导地位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努力

构建本土化犯罪理论的问题。来自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的ＫｅｒｒｙＣ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在会上作了题
为 “南部犯罪学与全球正义”的演讲，同样提到了构建南半球犯罪学的问题。进一步看，

“美国价值及标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中国学术的整体评价机制，最典型的例证是，

以 《科学引文索引》 （ＳＣＩ）及其创立的影响因子为核心的评价体系，构成了当前我国学术
评价的重要参考，以致于我们容易忽视其原本的商业化性质。〔３４〕由此看来，对中国本土问

题的诉求，非但不是 “乡愁式自恋”，更是身为法学研究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从实践中发现中国法治的真问题，是中国法学研究获得自主发展的前提。由于法治作
为舶来品的属性，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都在学习域外经验，

最初是苏联的，而后是欧陆的，近来是英美的。这造就了中国社会里两种并存的话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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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郭松：《论基层检察院审查逮捕制度运作理论模型之建构———兼及刑事诉讼实证研究方法的拓展》，《四

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１２３页。
《中外法学》编辑部：《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发展评价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基于期刊论文的分析》，《中外法学》
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４７７页。
参见冯象：《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读书》２００８年第９期，第２６页。
参见左卫民：《范式转型与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基于实证研究的讨论》，《中国法学》２００９年第 ２期，
第１１９页。
有学者通过对 《自然》《科学》《柳叶刀》等 “国际顶级科学期刊”的影响因子计算问题的分析，对比国内

的权威期刊 《细胞研究》，发现存在对影响因子的人为操控现象。参见江晓原、穆蕴秋：《影响因子是可以操

弄的———揭开影响因子的学术画皮 （二）》，《读书》２０１６年第９期。



一种是想象的西方话语系统，另一种是现实的本土话语系统，这两套话语的分离导致了法

学家脱离中国实际的问题。〔３５〕而法律实证研究正是力图解决理论与实践的衔接问题，任何

一套概念体系都有其适用的场域，所谓 “普适的”也是 “暂时的”，没有任何 “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永恒真理，阻碍中国法学发展的正是这样一种对 “法律理想图景”的追求。〔３６〕通

过实证研究发现现实状况与理论预设的不一致，寻找转型时期现有知识库存尚未解决的

“空白问题”，修正西方的法学理论，乃至发展出独立的话语体系，这是包括法律实证研究

在内的研究者所应有的责任担当，正因为如此，各类法律实证研究报告始终围绕着我国法

治建设这一主题。但是，也正如前述统计显示，实证研究集中在发达地区，大部分针对特

定地域开展的实证项目，主要反映经济发达地区的治理状况和法治经验，这一区域性分布

不平衡状态，容易导致将研究结论 “过度外推”的弊病，不利于实证研究的良性发展与交

流互动。在现阶段阶层分化日益扩大的情势下，选取不同地区样本形成对中国社会的全面

认识尤为重要，只有在对国情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发现中国法治的真问题，培育

发展出自主的法学研究模式，从而实现真正意义的国际交流，而非亦步亦趋地印证西方

理论。

三、法律实证研究的走向：研究范式的转型

　　尽管目前的法律实证研究存在一些问题，但困境正是谋求发展的机遇所在。正视这些

问题，引导法律实证研究向更加科学规范的方向发展，将有助于中国法学研究整体研究范

式的演进。

　　 （一）构建法律实证研究的方法体系

　　法律实证研究的发展，首先基于对实证研究和基础理论问题的正确认识，形成科学的
方法体系。社会研究方法体系包括了三个层面：涵盖哲学方法论、学科方法论、逻辑学在

内的方法论；基本研究方式，例如调查研究、实地研究、文献研究、实验研究等；采用的

技术和工具，例如量表、问卷、有关软件、分析技术等。〔３７〕法律实证研究的方法体系也应

当包含这三方面的内容，并在社会科学一般方法的基础上具有学科特殊性。

　　一是综合运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对社会事实进行测量。法律实证研究不可能做到
“绝对客观”。根据马克斯·韦伯的 “价值关联”理论，对社会事实的认识离不开研究对象

特定的文化背景或价值体系，并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紧密相连，因而，在社会

科学研究中不存在 “纯粹的客观性”。例如，死刑之存废不仅是事实问题，而更多地涉及价

值选择。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Ｓｅｌｌｉｎ的研究表明，死刑并无威吓效果，部分国家地区保留死刑主
要是出于刑事政策和当地民意的考虑。〔３８〕事实上，自然科学研究同样无法达到 “绝对客

观”，早在１９２７年量子力学就提出有关 “测不准现象”的 “不确定性原理”。随着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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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侯猛、胡凌、李晟：《“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研讨会观点综述》，《法学》２００５第１０期，第１１１页。
我国的法学研究中存在本质主义的倾向，热衷于寻求一种 “法律理想图景”，以指导法治的规划与设计。参见邓

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 “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６７页。
参见仇立平：《社会研究方法》，重庆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９页。
参见许福生：《风险社会与犯罪治理》，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１０年版，第４７页以下。



学的发展，传统的实证研究在不断修正，认识到社会测量的局限性，并逐渐吸纳质性研究

的成分，而质性研究通过 “扎根理论”等方式深入情境研究，在理论建构上具有更大的优

势，综合运用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方法，也就是韦伯所总结的 “逻辑的”和 “神入的”方

式，有助于全面分析问题。笔者曾针对刑事立案监督问题，在汇总全国数据及地区样本的基础

上，采取配额抽样的方法选取基层公安办案部门进行深入调查，并结合一些亲历的典型案例加

以分析，通过将量化数据和个案研究相结合，使得对立案问题的揭示呈现出新的样态。〔３９〕

　　二是在具体研究方式的使用中处理好 “价值无涉”的问题。现有的法律实证研究在研

究方式的运用上较为单一，侧重于问卷调查、抽样调查等 “操作相对简便”的方法，对

“难度系数更高”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实验研究等使用的不多，对文献研究的重视程度

也不够，相关的规则体系尚未建立。鉴于学科以及研究对象存在差异，法学研究中的社会

事实更多地涉及价值裁量、形势政策等因素，对社会现象的测量也关联到公权力及私权利

两类法律关系，尤其是刑事司法领域的实证研究，还要避免对司法权运作产生干扰及影响。

因此，法律实证研究规则体系的建立，绝非简单地从其他社会科学中 “拿来”，有必要针对

学科属性及研究对象的特点，构建适合本学科的实证研究规则体系。这既有赖于正式的操

作规则的形成，也有赖于研究者不断总结经验，产生出如 《调查记者手册》这样的权威行

动指南。〔４０〕在研究过程中，要妥善处理好 “价值无涉”的问题，尤其要避免掺杂政治、团

体、个人利益，防止人为地对研究过程和结果进行操控。这不仅要依靠研究者个人的严格自

律，更迫切需要有关的研究伦理及道德准则的建立，甚至有赖于今后成立行业自律的专业审查

委员会。对此，有学者提出了 “自愿参与、参与无害、有限欺骗、有效披露”等原则。〔４１〕

　　三是形成适合法学的社会测量体系和分析技术。在实证研究趋于成熟的其他社会学科中，
大多形成了具有其学科特点的测量标准和资料分析技术。以心理学为例，随着各种常模和标准

化程序的建立，针对智力测量陆续提出的韦克斯勒智力量表、斯坦福 比奈智力量表等各类量

表，使得该领域的研究不断趋于完善；〔４２〕在资料分析及撰写方面，《美国心理协会写作手册》

自１９２８年刊出以来，至今已经修正到第 ６版，成为该领域学术写作的基本规范和权威工具
书。〔４３〕相较而言，我国的法律实证研究尚在摸索阶段，可以尝试建立一些研究模型及配套

的指标体系，或借鉴域外的理论模型和标准体系加以改进。例如，联合国统计司自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就全球刑事犯罪趋势针对各国的司法机构和被害人两个层面展开过多次调查，
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调查样表和操作规程，〔４４〕可以为我国的司法统计提供参考借鉴。

　　 （二）倡导多学科合作的研究模式

　　法律实证研究不仅要以科学的方法论为前提，也有赖于研究者具备相应的知识储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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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雷鑫洪：《刑事立案监督实证研究》，《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调查记者手册》由美国调查记者与编辑组织的资深记者所编写，对如何进行新闻采访调查，获取原始证据

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见 ［美］布兰特·休斯顿、莱恩·布卢兹斯、史蒂夫·温伯格： 《调查记者手册：

文件、数据及技巧指南》，张威、许海滨译，南方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参见前引 〔２〕，雷小政书，第１８１页以下。
参见 ［美］罗伯特·Ｊ．格雷戈里：《心理测量：历史、原理及应用》，施俊琦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
版，第１６９页以下。
［美］美国心理协会：《ＡＰＡ格式：国际社会科学学术写作规范手册》，席仲恩译，重庆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参见联合国统计司：《刑事司法统计系统发展手册》（２００３年），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ｚｈ／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２０１７年 ５
月８日访问。



研究能力。尽管一些高校陆续开设了统计学等课程，但在专业分工日趋细化下，同时成为

几个非关联学科的专才十分困难。从长远看，倡导一种多学科合作的模式，是法律实证研

究拓展研究视野的重要路径。

　　通过多学科合作研究，能够极大地整合科际资源，获得更为充分的比较优势。现有的
法律实证研究中运用了一些专业统计技术，表面看来，得益于如 ＳＰＳＳ等统计软件，非统计
专业人士也可以便利地作出统计分析，但是，其后蕴含的统计原理及算法甚为复杂，如果

不能深刻理解其所以然，在统计方法的选择上极有可能出错，即使是同一种方法采用不同

算法，得出的结果也大相径庭。因此，对数据进行分析，最具挑战性的是选择合适的统计

方法去实现，一旦缺乏这样的契合度，其结果的科学性值得质疑。尽管一些经济学家能够

利用其计量分析的优势去解读法律问题，但是每个研究领域都有其特定的概念体系，如果

不在一个话语系统中理解法律语言，其诠释必然存在较大偏差。每一学科的研究方法都适

合于特定的研究对象，如果应用于学科以外问题的分析，需要一定的调试和融合。这一工

作很难由某一学科人士单独完成，而互联网技术和专业软件的运用可以大大降低合作成本，

有效克服由经济发展差异带来的区域限制，使得跨地域的广泛合作成为可能。在大型的司

法实证项目中，往往需要各领域专家的合作。以美国维拉司法研究所的 “邻里辩护人服务”

项目为例，其目标是给无力聘请律师的被告人提供辩护服务，人员配备中不仅有各类律师，

还包括具有丰富社区工作经验的专家，以及相关的技术支持人员。〔４５〕

　　通过不同学科的交融，可以发现学科交叉的空白地带，促进研究人员的成长。合作不
仅是具体技能、方法上的互补，还是不同思维层面的对话和交流，通过不同学科的思维撞

击，能够有效开阔研究人员的思路，极大地拓展团体创造力，进而有可能发现不曾注意过

的空白研究地带，找到新的学科成长点。对此，贝卡利亚有过精辟的论述，“一个广阔的大

网联结着所有真理，这些真理越是狭窄，越受局限，就越是易于变化，越不确定，越是混

乱；而当它扩展到一个较为广阔的领域并上升到较高的着眼点时，真理就越简明、越伟大、

越确定”。〔４６〕有研究表明，美国的法律实证研究中，与自然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的跨学科合

作十分普遍，一些同行评审的专业期刊更青睐于刊发这类研究成果，合作研究中广泛使用

复杂的分析技术和数学模型，以致于某些研究成果很难归入传统的部门法学中。〔４７〕事实

上，也正是由于法学和经济学的融合，使得美国的法律经济学成为重要的显学，得益于经

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实证研究中更多地采用精密的经济分析技术。目前，我国的法律实证

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在多学科联结的广阔视域中，研究人员可以获得向其他学科学习的

宝贵机会，通过实战演练而非书本学习的方式，在行动中学习其他领域的知识及技能，得

到更为全面的成长。

　　 （三）建立多元化互补的科研机制

　　我国的法律实证研究多采用高校科研机构和司法部门合作的单一模式，不利于合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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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美］吉姆·帕森斯等：《试点与改革：完善司法制度的实证研究方法》，郭志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７３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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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各种研究资源，也容易加剧对策型研究的倾向。社会调查中存在某种权力支配关系，不

同类型的权力资源导向不同性质的研究结果。对此，苏力根据其研究经历，总结为正式的

“上下级权力支配关系”和利用其特殊文化资本形成的 “私人互动关系”，运用权力资源的

不同决定了调研收获的差异。〔４８〕法律实证研究应当对现实问题有所回应，但仅仅局限于对

策型研究，会使法学理论与实践运行间缺乏必要的张力而导致学术功利化，因而需要同时

处理好理论建构和实践指导的关系。为此，建立一种多元化互补的科研机制，能够对不同

的资源类型进行优化整合，回应和满足不同层面的研究要求。

　　根据这一设想，在法律实证研究中引入社会科学的 “工程传统”，将纯粹的基础理论研

究和对策应用型研究加以区分，同时考量不同类型资源分布的现实状况，进行合理配置。

大多数社会科学均缺乏这一 “工程传统”，“工程师的特点是把 ‘纯科学’与对如何使用科

学知识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兴趣相结合”，如何训练 “社会科学工程师”是一个颇有价值但

尚待解决的问题。〔４９〕根据法律实证研究的不同成效，可以将其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高校

科研机构为主的理论建构型模式，主要依托于普通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发挥其相

对完备的学术背景和较强研究能力的优势，从事基础理论型研究，致力于一般法学理论模

型的建构。二是以实务部门政策研究机构为主的对策研究型模式。根据各行政、司法机关

普遍设有政策研究机构的特点，一些政法系统可能还保留了行业属性的院校，如各地的警

察学院，利用其研究人员多来自业务岗位、能够深入实战单位调研的便利条件，主要从事

本系统重点、突出问题的对策性研究。三是以社会研究力量为主的问题解决型模式。针对

一些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导入市场竞争机制，由实务部门出资购买研究服务，委托专业

的社会咨询机构在一定期限内加以解决，其研究结果作为该部门做出决策的参考。在决策

咨询领域，兰德公司的运行模式和发展历程十分值得研究。目前，这一做法在国内也正逐

渐普及，例如，一些地方公安机关连续数年将 “群众满意度”的测评，委托给当地的社情

民意调查中心进行，其结果作为当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及内部行政管理的重要依据。

　　这样一种多元共存的科研机制，能够充分考虑并统筹配置不同类型的研究资源，有效
改变以论文产出为主要指标的科研评价机制，产生不同层面的研究成果，充分满足法律实

践对理论研究不同层次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各类型的研究可以成果共享，进行一定范围

的合作。此外，还可以组建诸如法律实证委员会等行业管理机构，形成完备的方法体系和

科学的标准规范，建立专门的法律实证研究培训基地。针对实证资料受限的问题，可以依

托某一科研机构建立国家层面的数据库，将各种类型的研究成果予以收录，鼓励针对某几

类专题的累进式研究，经过长时间积累，形成具有战略意义的专业数据库。例如，目前针

对我国政府、司法、检务透明度等的测评项目，〔５０〕在实行中已经积累了数年数据，可以较

好反映出政务信息公开的发展状况，并作为衡量我国法治发展水平的一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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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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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１３页以下。
参见 ［美］彼得·罗希、马克·李普希、霍华德·弗里曼：《评估：方法与技术》，邱泽奇等译，重庆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７２页。
参见近几年 《法治蓝皮书》收录的相关研究报告，如 “中国政府透明度指数” “中国司法透明度指数” “余

杭法治指数”等。



　　 （四）推动法学研究范式的转型

　　 “一个新范式往往是在危机发生或被明确地认识到之前就出发了”，“范式一转变，这

世界本身随之改变了。科学家由一个新范式指引，去采用新工具，注意新领域”。〔５１〕当前，

我国的法学研究由侧重 “法律解释”逐渐转向更关注 “立法的科学和民主”，〔５２〕而实证研

究对法律运行效果的诠释及新领域问题的探索，显然具有比较优势。发展中的法律实证研

究，并非要替代注释研究和比较研究，而是通过思维和方法的革新，促进法学研究从书斋

走向行动，关注中国法治建设中的现实问题，使得注释不能脱离语境，比较要注意场域。

　　首先，推动中国的法学研究采用 “实征”的研究形态，从经验而非逻辑中获得生命力。

实证研究在哲学基础上遵循的是科学主义的 “实证”思潮，在具体方法上是借鉴了自然科

学的量化分析方式，在研究形态上采用的则是 “实征”样态，即 “要求研究者深入实地调

查”。〔５３〕在研究方法和理论工具等方面，我国的法律实证研究迄今主要是向域外学习和移

植，但其在研究形态上所采用的 “实地调查”方式，却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社会

调查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并为毛主席等人所大力倡导。同样，“实征”的研究形式及所

指向的 “关注中国现实问题”，不仅是针对法律实证研究的要求，也是构成中国法学研究的

重要基础，它要求注释研究充分关注具体的法律适用语境，比较研究要联系制度产生和成

长的具体情境。在这一共识下，注释研究、比较研究可以从实证研究中寻找广泛的证据支

持，实证研究可以针对注释研究、比较研究形成的理论认识进一步验证和提出新的理论假

设。以关于合同执行的某研究为例，有学者选取珠三角核心地带某法院的合同案件为样本，

通过分析当事人的性质、纠纷类型、对比进入诉讼的案源以及进入执行的案件等，结果显

示 “超过半数的债权人得到全额执行、７６％是有所收获”，进入执行层面的大多是客观上缺
乏履约能力的案件，因此学界 “执行难的认识”有待商榷。〔５４〕尽管选取一个法院不足以说

明全国的情况，这样的研究却给后续研究保留了形成实证补充的空间，当然，该文的域外

比较部分不多，可以再进行深入探讨。

　　其次，推动中国的法学研究关注本土问题，建构具有自主性的法学理论。法律实证研
究所倡导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是中国法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宝贵品质，要求法学研究人

员从社会现实中发现真问题，从现象研究中提炼出理论命题，其出发和立意或许是微观乃

至中观，但能不断深化、凝练最终达到高屋建瓴的理论建构。通过对法治建设中社会问题

和深层矛盾的关注和揭示，我国的法学研究才有可能形成符合国情特点的理论思考，建立

具有本土属性和学科自主性的理论体系。以实证研究最为活跃的刑诉法领域为例，近十多

年以来，依托一些高校科研机构并取得司法机关支持，在多地陆续开展了未成年人刑事司

法、证人出庭、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等历时较长的实证项目，受益于前期的大量论证，

这些成果都吸收到了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而在刑法领域，白建军通过将犯罪和刑
罚分解为不同参数并赋值，把抽象的罪及刑转化为可操作化的具体数值，计算出我国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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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７９页，第１０１页。
参见潘德勇：《实证法学方法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３１２页。
有学者提出，“实证”是科学主义思潮，而 “实征”是实地调查的研究样态，可以运用于各类研究。参见陈

向明主编：《质性研究：反思与评论》第１卷，重庆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页以下。
参见贺欣：《经济合同案件的执行———来自珠三角某基层法院的经验研究》，载徐昕主编：《司法程序的实证

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７２页以下。



中全部罪名对应的罪级和刑级加以对比，得出我国罪刑均衡状况的量化分析。〔５５〕这些寻求

本土概念和分析框架的独立思考，推动着我国的法学研究获得学科的自信和话语权，参与

到实质平等的国际交流中。

　　囿于篇幅等因素，本文仅对中国知网收录的法律实证研究文章及相关研究报告进行了
分析，如果能通过检索外文期刊库，在比较的视野下加以考察，将能够使研究结果更为清

晰。此外，对知网收录的有关文献所做的形式检索，对于从总体上描述我国法律实证研究

的发展历程及趋势，具有一定的数据支撑作用，但如果要深入了解法律实证研究在各部门

法学中的具体发展状况，需要对相关数据进一步挖掘，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尚需结合有关的

“形式”和 “实质”的实证研究进行讨论。

　　总的来说，我国的法律实证研究尚处于探索、成长的初级阶段，但只要实证研究始终
以 “关注中国现实问题”为导向，逐步形成科学的方法体系和系统的理论分析工具，假以

时日，终将孕育出一批本土的经典力作。法律实证研究的成熟、完善，推动着我国法学研

究 “多研究问题，少谈论主义”，通过对 “纸上得来终觉浅”的反思，促使研究人员从书斋

走向实践，在行动中获取知识。而多元化研究方法的争鸣与交融，有助于从多个角度研究

法律现象，使我们的认识渐趋理性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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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参见前引 〔１〕，白建军：《刑罚轻重的量化分析》、《犯罪轻重的量化分析》。


